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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兼理气： 朱子学理气论的
经典诠释背景及其影响∗

刘 昊

［摘　 要］ 经典诠释为朱子学理气论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方面， 朱子以理 （太

极） 为 “形而上之道”， 气是 “形而下之器”， 强调理气、 道器的二分； 另一方面， 朱子据

此前提又对 “一阴一阳之谓道” 可能蕴含的 “阴阳之气即道” 之义作出协调性解释， 主张

理气或道器 （气） 既有区别又相互不离， 构成有分别而不相离的整体。 理气的一元和二元，
一物和二物是兼容的而不是对立的。 尽管朱子未明确将 “理在气先” 贯彻至 “道在物先”， 但

是本原上的先后问题与一元二元的问题分属两个层面， 至少在朱子看来， 他的理气论体系已经

容纳了 “形而上者谓之道” 和 “一阴一阳之谓道” 两个命题之间的紧张。 基于这两个命题的

两种截然不同的诠释也为后世接续、 反思、 解构朱子学理气论提供了经典依据。
［关键词］ 理气论　 形而上者谓之道　 一阴一阳之谓道　 理气一元　 理气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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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子思想中， 建构理气论的根据与经典文本中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和

“一阴一阳之谓道” 存在密切关系， 但是道论在经典诠释中的复杂性导致其理气论呈现 “多元性”。
在前提上， 朱子用理和气的二分架构解释道和器， 认为理是形而上之道， 气是形而下之器。 然而朱子

也有 “但看一阴一阳往来不息， 即是道之全体， 非道之外别有道也” （《朱子全书》 第 ２２ 册） 的表

述， 该说法以 “一阴一阳之谓道” （《周易·系辞》） 为依据， 认为一阴一阳即气的往来不息运动与

道是一体的， 而这一观点可能会被误解为阴阳之气即道。 其后果是消解道 （理） 与器 （气） 分属形

上和形下的区别， 与朱子强调道器、 理气之分的前提背道而驰。 因此， 如何协调经典诠释中的道论和

理气论的架构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侧重从朱子学的道与理的关系出发， 认为道与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参见

乐爱国， 第 ３８ 页） 不少学者注意到朱子提出的 “道兼理气” 和 “道， 须是合理与气看” 的命题。
（参见 《朱子语类》， 第 １８９６ 页） 冯友兰晚年已揭示了这个思想在朱子学中的重要性， 认为： “‘一阴

一阳之谓道’ 那个 ‘道’ 是 ‘理’ 与 ‘气’ 合的产物”。 （《三松堂全集》 第 １０ 卷， 第 １８２ － １８３ 页）
李煌明也指出 “道兼理气” 是朱子 “一而二， 二而一” 思维模式的体现。 （参见李煌明， 第 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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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从字面意义将 “道合理气” 解读为道是理气之合， 仍然难以遵循朱子以理和气分别对应形而

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立场。 田智忠在以往讨论的基础上，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揭示了朱子学的道体

论与理气论之间的分裂， 他认为道强调生生不息和动， 而理是本根、 本源。 他说： “朱子论 ‘理之

本’， 倾向于其是本根、 本源， 是形而上的实体； 而其论 ‘道体’， 则强调其一体流行、 全体呈现”，
以及 “朱子自然希望以一元论模式来说明 ‘道体’ 的呈现问题”。 （田智忠， ２０２０ 年， 第 ８６ 页）

本文赞同田文的基本判断， 朱子在理气论上强调理在气先， 但是在道体的问题上不突出道在物

先。 由此， 朱子论道确实没有严格遵循理气论结构， 但是对于田文所说的 “朱子一元化的 ‘道体

论’， 却难以做到与理气二元论的完全切割”， 朱子存在 “论 ‘道’ 与论 ‘理’ 的分裂： 论 ‘理’ 要

求理气二分、 ‘理在气先’， 论 ‘道’ 却回避 ‘道在物先’， 主张一体浑然”。 （参见同上， 第 ８５ 页）
本文稍有补充意见， 理气先后问题与理气一元二元分属不同层面的问题， 对于理气二分和道体浑然的分

裂， 道器与理气的结构可以兼容与协调， 朱子对此有自觉意识并且一直努力为此调解。
理解朱子学理气论的这种努力须结合经典诠释的语境， 《易传》 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

谓之器” 与 “一阴一阳之谓道” 皆是朱子立论的依据。 朱子以前一句为理气论的理论前提， 强调道

器以及理气分属形上、 形下， 但是又需要对后一句字面意义呈现的 “阴阳之气即道” 的结论作出调

解， 所以他试图强调阴阳之气与道既有区分， 又不相离， 以此合理解释 “一阴一阳之谓道”， 进而解

决这一问题。 这一立场成为朱子建构其理气论的来源， 其理气论主张理是根源、 本体， 与气显然有分

别， 但理与气又是浑然一体的整体， 所以是 “有分别而不相离” 的。 虽然朱子晚年强调 “理在气

先”， 更突出理的 “实体化” 因素。 （参见陈来， ２００３ 年， 第 ２ 页） 理是万化之本， 山河塌陷了仍

在， 因而是逻辑上在先的理， 但是这没有改变朱子自中年以来为协调理气与道器作出的尝试。
朱子学以后的理气论分化乃至解构的根源也与这两个命题的不同解释立场密切相关， 这种不同立

场为接续、 反思、 解构朱子学理气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旨在通过经典诠释的解读， 试图理解朱子

学理气论的建构原理， 同时也为理解宋代以降的理气论演变提供一条线索。

一、 朱子学理气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

首先， 一个前提问题是能否以 “一元论” 或 “二元论” 来描绘朱子学的理气论。 自近代学术体

系建构以来， 日本和中国学界通常以理气二元论描述朱子学的理气论， 在晚近学界仍有较大影响。
（参见乐爱国、 陈昊， 第 ４８ 页） 例如刘述先曾指出朱子的理气论是形上构成的二元论和功能实践的

一元论。 （参见刘述先， 第 １８１ － １９８ 页） 钱穆也曾提出过类似说法， 但是钱穆论朱子理气的一体浑

然不完全着眼于心身层面的 “功能实践”， 而是考虑到宇宙和天道的层面。① 事实上， 朱子论道虽强调

一体流行、 全体呈现， 却很难以 “一元论” 统称。 同样， 朱子学理气论虽有 “理气二物” “理在气先” 的

类似二元论立场， 但是朱子在构成层面亦主张理气不离， 理在气中的一元论倾向。 归根到底， 朱子的理气

论结构难以单独用一元论或二元论， 一物或二物描述。 （参见卢盈华， 第 ９１ 页） 理解朱子学的诸多理气论

述须考虑朱子是在本原还是在构成层面讨论理气。② 朱子在本原层面承认理先气后的二元论， 在构成层面

坚持中年时期已形成的理气 （太极与阴阳） 不离不杂的论断， 也未单独以一元或二元， 一物或二物定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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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 《朱子新学案》 中说： “朱子言理气， 乃谓其一体浑成而可两分言之， 非谓是两体对立而合一言之

也。” （钱穆， 第 ２５５ 页）
陈来在 《朱子哲学研究》 中已明确指出： “在本原上朱熹讲理在气先， 但在构成上朱熹并不讲理在气先， 而

常常强调理气无先后。 如果把论本原当作论构成， 或者反过来把论构成当作论本原而由此断言朱熹哲学始终

是理气先后的二元论， 在理解朱熹思想上都必然发生混乱。” （陈来，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０８ 页）



气关系。 一和二是并存而不是矛盾的， 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关系。 正如朱子晚年在 《答刘叔文》 中说：

所谓理与气， 此决是二物。 但在物上看， 不可分开各在一处， 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 若

在理上看， 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 然亦但其有理而已， 未尝实有是物也。 （《朱子全书》 第

２２ 册， 第 ２１４６ 页）

朱子先断言理和气决是二物， 紧接着表明不同前提立场之下存在不同判断。 “在物上看” 是指在

现实存在结构上看， 理和气不可分开各在一处， 即 “理气不离”。 不过朱子进一步强调理气不可分开

不影响理和气在整体中体现为 “二物之各为一物”。 在一物或整体之中， 理和气仍然犹如两个事物，
“理” 作为万物之大本， 无法用感官察觉， 仍然在具体存在物中作为真实的 “一物” 而存在， 这也是

理学家强调理的真实无妄性的意义所在。 接着， 朱子又从 “在理上看” 立论， 他指出还没有具体存

在物时已经存在物之 “理”， 虽然 “理” 不是具体的存在物， 但也是真实无妄的本原存在。 这就表明

“理” 是一种本原存在的 “物”， “气” 是具体的存在物。
依此， 仅以 “二元论” 的 “理气二物” 或 “理气二元” 概括朱子学理气论其实不完整。 朱子所

谓的 “二物” 应有两个层面， 一方面， 从本原上看， 理在气先， 不杂于气， 这时理气可以视为 “二
物”。 另一方面， 在现实结构中， 理和气仍然被视为二物， 但是这里的 “二物” 需要在 “一物” 的前

提下来看， 亦可说二元可以在一元的前提下成立。 那么， 不论是否 “实有是物”， “理” 皆不杂于气，
只不过在现实存在中， “理” 不离于气又不杂于气， 故可以将朱子学的 “理” 作为在 “气” 中的一

种实体性存在。 所以， 朱子的 “理气一元” 和 “理气二元” （一物和二物） 是辩证统一的， 但是这

种统一是基于不同的理论角度， 是本原和结构的统一。

二、 朱子学理气论建构的经典诠释渊源

朱子之所以要采取这种妥协和统一， 具有非常强烈的经典诠释渊源。 朱子理气论的产生与道论的经

典诠释史具有内在联系。 宋代以降的理学宇宙论试图为万物存在和生成寻找一个恒常普遍之道， 《易传》
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 和 “形而上者谓之道” 是主要的经典依据。 理气论述虽不见于 《易传》， 却自始

至终与这两句命题的相关诠释交织在一起。 （参见小野泽精一、 福光永司、 山井涌， 第４４０ 页）
在宋代以前， 韩康伯和孔颖达的解释框架对宋儒的理解产生了关键影响。 韩康伯对 “道” 的解

释侧重于 “无” 的层面， 后来的宋明儒学虽然不认为道是虚无的不存在， 却也承认道是无形之物。
在解释 “一阴一阳之谓道” 时， 韩康伯说： “无之称也， 无不通也， 无不由也。 况之曰道， 寂然无

体， 不可为象” （《周易注》， 第 ３４５ 页）， “道” 可用 “无” 解释， “无” 不是虚无意义上的空无， 而

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由的宇宙本源， 万物因道而存在， 道没有具体的形质， 也未成象。 至于 “道”
和 “阴阳” 的关系， 韩康伯说： “阴阳虽殊， 无一以待之。 在阴为无阴， 阴以之生； 在阳为无阳， 阳

以之成” （同上， 第 ３４６ 页）， 阴阳构成万物的差异性， 即形成具体的事物， 但是道 （无） 贯穿于其

中， 阴和阳皆由道才能生成。 对于这里的 “无阴” 和 “无阳”， 孔颖达的解释更为清楚， 道是虚无，
是不存在差异性的统一体， 所以不存在阴和阳这样的特殊性， 但是阴和阳又皆由道而生成， 根源于

道。 所以他说： “道虽无于阴阳， 然亦不离于阴阳， 阴阳虽由道成， 即阴阳亦非道， 故曰 ‘一阴一

阳’ 也”。 （《宋本周易注疏》 卷第十， 第 ３９６ 页） “道不离阴阳” 和 “阴阳亦非道” 已经具有朱子学

理气论 “理气不离不杂” 架构的影子。 道虽然无形无象， 但不是阴阳本身， 也没有脱离于阴阳。 当

朱子用理气观念来解释道与阴阳时， 其结构也继承了这一解释传统。 此外， 孔颖达对 “形而上者”
与 “形而下者” 的解释也对宋儒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说： “道是无体之名， 形是有质之称。 凡有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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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 形由道而立， 是先道而后形， 是道在形之上， 形在道之下。” （《宋本周易注疏》 卷第十， 第

４２８ 页） “道是无体” 指道没有具体的形体， 形是具有形质， “由道而立” 即上面提到的阴阳由道而

生成。 道和形器的关系既有先后， 也有上下。 从生成的角度看， 先有道后有形； 从构成的角度， 道在

形之上是无形的， 形在道之下， 是有形的形器。 道器的先后、 上下都是宋儒重视的问题。 不过， 韩、
孔二人未明确将这两句话联系起来共同解释。

宋代以后， 张载开始将这两句命题联系在一起解释， 他在解释 “形而上者谓之道” 时融合了

“一阴一阳之谓道”， 而且其立论前提是 “一阴一阳” 即是道， 那么接着的问题是如何解释 “形而上

之道”。 他指出： “形而上者是无形体者， 故形而上者谓之道也”。 （《张载集》， 第 ２０７ 页） 形而上者

就是无形体者， 这即是道。 他又说： “一阴一阳不可以形器拘， 故谓之道。 乾坤成列而下， 皆 《易》 之

器”。 （同上， 第 ２０６ 页） 一阴一阳不拘泥于形器的层面， 所以是道， 乾坤成列以下形成天地间的万事万

物， 是形器。 由此似可推出一个结论， “一阴一阳” 亦是 “形而上之道”， 尽管张载没有这样明确说。
张载对 “形而上者谓之道” 的解释受到了 “一阴一阳之谓道” 的影响， 他将 “一阴一阳” 即

“道” 作为气的某种本然状态， 这就是所谓的 “形而上”。 他认为 “形而上者” 是无形体者， “形而

下者” 是有形体者 （参见同上）， 但是张载所谓的 “无形”， 不是无形而实有的理， 而是无形无象的

气的本然状态， 有形则是气的聚散后形成的有具体形体的器物。 根据这一立场， 韩康伯、 孔颖达在注

疏传统中将道视为普遍的无， 而在张载看来， 只讲 “无” 还不够， 所谓的 “无” 必须由气构成。 因

此， 张载的经典注释既有来自注疏传统的影响， 也有不同于注疏的立场。
在既往研究中， 如何定位张载的气论引发了持续讨论， 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作为万物之根源的

太虚或太和与构成万物的气是同层还是异质的结构。 而理解此问题的关键取决于如何理解张载的

“形而上”， 张载思想的确存在 “形而上” 的性格， 两岸学界对此问题有相同意见， 朱建民、 李明辉

认为张载的 “形而上” “形而下” 不是西方意义上的 “形上” “形下”。 （参见朱建民， 第 ２９ 页； 李

明辉， 第 １２６ 页） “形而上” 是气的无形状态， “形而下” 是气的有形状态。 杨立华也承认张载所言

的气有形上和形下 （参见杨立华， 第 ３０ － ３１ 页）， 吴震亦认为张载对形而上下的问题有理论自觉。
（参见吴震， 第 ４１ 页） 实际上， 张载对此的解释正是基于 “形而上者” 和 “一阴一阳” 这两句命题，
由他对这两句话的解释可以清晰地了解以 “无形” 的 “一阴一阳” 为 “形而上” 的经典依据。

随后二程质疑张载以 “一阴一阳” 为 “不形者”， 明确将阴阳规定为 “形而下者”， 道才是 “形
而上者”， 与张载的解释又发生一定偏移。 二程批评张载的立场其实回到了经典注疏的传统， 孔颖达

认为道与阴阳之气有分别而不相离， 道遍在于万物中， 不是具体的阴阳之气， 二程之论的根源即在

此。 他们批评张载说： “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原， 恐未安。 须兼清浊虚实乃可言神。 道体物而不遗，
不应有方所”。 （《二程集》， 第 ２１ 页） “清虚一大” 指张载所谓的无形无象的太虚， 以此作为万物之

原恐怕有问题， 须结合清浊、 虚实才能谈论神。 道遍在于万物之中， 不应有具体的形状和空间。
不过二程的论述也不完全一致。 程颐以添字诠释法， 创造性地将 “所以阴阳者” 解释为道， 确

立道与阴阳的区分， 以此符合 《易传》 区分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的立场， 后来成为朱子学建构

理气论的来源。 他说 “道” 非一阴一阳， 而是 “所以阴阳者”， “所以” 是一阴一阳流行运动的根

源。 程颐虽然区分道与阴阳， 但是未将二者绝对分开。 阴阳的流行运动与道的存在同时具有， 不存在

先后， 所以他说 “阴阳开阖， 本无先后”。 （参见同上， 第 １６０ 页） 程颢的论述则留下了丰富的诠释

空间， 他也认为道与器有明确区别， 但又不能相离。 （参见张岱年， 第 ５２５ 页） 他曾引用 “形而上者

之谓道” 和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后指出： “又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亦形而下者也， 而曰

道者， 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 元来只此是道， 要在人默而识之也”。 （《二程集》， 第 １１８ 页）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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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也”， “也” 字针对的是 “形而上者谓之道” 和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其结论也可得出形而

上之道是阴与阳。 他提出 “亦” 的目的在于指出不同于前两句文本的解释。 接着， 他又对 “一阴一

阳之谓道” 表示赞赏， 在谈论 “道” 的命题中， 惟有此语将形而上与形而下讲得最为明白。 “元来只

此是道” 表达了程明道对此句的理解， 只有从阴阳中才能获得道的存在， 原来道就存在于一阴一阳

之中。 形而上者不是独立于形而下者或在形而下者之外， 而是存在于形而下者之中， 道与器、 道与阴

阳的关系皆须由此而理解。 至于如何从阴阳中把握道， 程颢也承认非常难， 关键在于体会。
二程的解释虽有差异， 但没有割裂道与阴阳， 也没有将道与阴阳视作绝对一物， 消解彼此。 如果

再推究一步， 虽然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强调区分， 但是 “一阴一阳之谓道” 则强

调两者的关联， 这决定了道与阴阳不可能是绝对的二物。 相对而言， 程颢侧重两者的一体但也重视区

分， 程颐强调两者的区分， 也未尝割裂两者。 二程与张载的关键区别在于， 张载以 “一阴一阳” 一

句为前提， 因此认为阴阳之气是形而上者， 无形的气。 二程， 尤其是程颐则以 “形而上者” 一句为

前提， 主张阴阳是器， 是形而下者， 所以要对 “一阴一阳之谓道” 作出进一步的补充解释， 才能满

足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存在区分的二元基本结构。

三、 朱子学理气论 “理气不离不杂” 对道论的辩护

朱子的立论依据基本来自二程， 尤其是程颐的 “所以阴阳者为道”， 因此道器有区分以及理是形

而上之道， 气是形而下之器的二分结构是朱子从二程继承过来的理论前提。 基于此， 难点在于如何用

这一理气结构容纳 “一阴一阳之谓道”。 “一阴一阳之谓道” 的字面意义可以理解为 “一阴一阳” 等

于阴和阳或阴阳的运动本身， 所以道即一阴一阳的流行不息状态， 与阴阳之气一体。 朱子早年采取这

种解释， １１６４ 年， 他在 《答柯国材》 中指出： “一阴一阳不记旧说， 若如所示， 即亦是谬妄之说。 不

知当时如何敢胡说。 今更不须理会， 但看一阴一阳往来不息， 即是道之全体， 非道之外别有道也。”
（《朱子全书》 第 ２２ 册， 第 １７３３ 页） 朱子的旧说尚不可考， 但他显然否认旧说， 而是强调一阴一阳

往来不息的运动即是道的全体， 这不是说道即阴阳的运动， 进而承认道即气。 此处的 “全体” 指道

存在于一阴一阳的运动变化之中构成的宇宙整体。 然而这样的解释仍有可能被解释为道气的一元或一

物， 一阴一阳等同于阴阳本身， 阴阳之气即是道之全体。 事实上， 朱子在 １１６４ 年时尚未形成自己的

理气论架构， 所以这只是其说法的一种解释， 的确有模糊空间和不尽之处。
当朱子在乾道年间 （１１６９ － １１７３） 通过 《太极解义》 建构自己的理气论体系后， 这种模糊的空

间便得到了合理解决。 理气论的经典依据更倚重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太极是形而

上之道， 即理； 阴阳是形而下之器， 即气， 这是朱子学理气论的基本立场， 强调二分结构。 同时， 理

和气 （道和器） 不仅存在区分， 而且理在气之中不离于气， 两者既区分又不离。 在天地万物的流行

之中， 理或道作为万物流行的根源存在于其中， 这是强调理气的构成层面， 尚不涉及理气先后的问

题。 基于此， 需要被解释的仍然是 “一阴一阳之谓道”， 其中的关键是一阴一阳究竟能否等同于阴阳

之气本身， 若一阴一阳即阴阳之气， 那么这一句就可能解释为 “阴阳之谓道”， 甚至是 “气即理”，
这显然有违朱子学以形而上者为道和理， 形而下者为阴阳之气的基本预设。

朱子的创造性解释在当时已引起质疑， 陆九渊认为根据经典原意， 就可以得出 “一阴一阳” 是

“形而上者” 的主张。 在朱陆之辩中， 双方其实已经涉及这两个命题及其相关的道器、 形上形下问

题。 朱子先为 “无极而太极” 辩护， 提出 “然殊不知不言无极， 则太极同于一物， 而不足为万化之

根”。 （《陆九渊集》， 第 ５６１ 页） 如果不以无极描述太极的无形无象状态， 那么太极便等同于世间的

任意一个有形有象的存在物， 也就不足以为万事万物的根本。 继而朱子又说 “ 《太极》 之说， 熹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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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意， 恐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 故著无极二字以明之”。 （《陆九渊集》， 第 ５６２ 页）
朱子指出周敦颐提出 “无极而太极”， 可能是怕有学者错把太极作为世间的现实存在物。 然后陆

九韶针对 “无极而太极” 提出 “无极” 一词是 “虚无好高” 之论， 朱子认为如果 “无极” 就涉及虚

无之论， 那么 “未知尊兄所谓太极， 是有形器之物耶？ 无形器之物耶？ 若果无形而但有理， 则无极

即是无形， 太极即是有理， 明矣” （同上）， 朱子反问陆氏所言的太极是有形器之物还是无形器之物，
他再度强调太极无形而有理， 是万化的根本， 无极是对太极的形容。 陆九渊在淳熙十五年 （１１８８）
的答复中说： “ 《大传》 曰 ‘形而上者谓之道’， 又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 一阴一阳， 已是形而上

者， 况太极乎？” （同上， 第 ２３ 页） 陆九渊自认为通过 《易传》 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 和 “一阴一

阳之谓道”， 可以得出 “一阴一阳” 就已是 “形而上者”， 何况太极呢？ 太极自然是形而上者， 不可

能沦为世间的现实存在物。 他甚至认为粗看这两段文义便能知道 “一阴一阳” 是 “形而上者”。 （参

见同上， 第 ２９ 页） 陆九渊的解释旨在针对朱子所指的有学者可能会把太极作为世间的一物， 朱子旨

在根据其理论体系对经典进行发挥， 尊重经典的同时又有所创造， 而陆九渊则认为自己带有鲜明的

“古学” 意识， 尊重古书比创造解释更为重要。 例如他说： “ 《大传》 《洪范》 《毛诗》 《周礼》 与

《太极图说》 孰古？ 以极为 ‘形’ 而谓不得为 ‘中’， 以一阴一阳为 ‘器’ 而谓不得为 ‘道’， 此无

乃少绌古书为不足信， 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 （《陆九渊集》， 第 ３０ 页） 陆氏批评朱子以一阴一阳为

器， 显然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判断， 而无视古书的文本。
面对陆九渊的质疑， 朱子再度明确他的立场， 强调一阴一阳不是 “形而上”， 一阴一阳的 “所

以” 才是 “形而上”， “一阴一阳之谓道” 由此才能在 “形而上者谓之道” 的前提下得到合理解释。
同年十一月， 他仍然以 “不离不杂” 的理论结构加以反驳：

至于 《大传》 既曰 “形而上者谓之道” 矣， 而又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 此岂真以阴阳为

形而上者哉！ 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 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 是乃道体之所为也。 故语道

体之至极， 则谓之太极， 语太极之流行， 则谓之道。 虽有二名， 初无两体。 周子所以谓之无极，
正以其无方所， 无形状。 以为在无物之前， 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 以为在阴阳之外， 而未尝不

行乎阴阳之中； 以为通贯全体， 无乎不在， 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 （同上， 第 ５５３ 页）

《易传》 的 “一阴一阳” 与 “形而上者” 皆论道， 但不等价于 “一阴一阳” 是 “形而上者”， 一

阴一阳终究是形器， 一阴一阳的 “所以” 才是道体以及形而上者， 它是气的运动根源。 太极是道体

的终极根源状态， 太极的流行状态则是道， “流行” 不是指道即阴阳之气的流行， 而是指太极、 道与

阴阳的流行运动构成万物流行的整体。 朱子认为周敦颐所谓的 “无极而太极” 指太极没有固定形态，
没有空间， 看似在万物存在之前， 实际上也存在于万物之中， 以为在阴阳之外， 其实存在于阴阳之

中。 “无极” 作为 “太极” 的形容词， 规定太极与道贯穿于万物， 描绘了太极无处不在， 而又无声无

臭， 没有形迹的特点。 其实朱子提出的 “立于有物之后” 和 “行乎阴阳之中” 正是对 “一阴一阳之

谓道” 的解释， 即道存在于阴阳之中。 同时， 他又坚持 “太极” 或 “道” 是形而上者的前提立场。
不过朱子的解释仍然无法使陆九渊满意， 陆氏坚持认为其解释有经典根据。 但他没有明确解释

“形而上”， 只是强调 “道” 是 “一阴一阳”， “一阴一阳” 是 “先后、 始终， 动静、 晦明， 上下、 进

退” 这些万物的生成变化和流行。 （同上， 第 ２９ 页） 这一说法当然遭到了朱子的反对， 淳熙十六年

（１１８９）， 朱子复信说：

若以阴阳为形而上者， 则形而下者复是何物？ 更请见教。 若熹愚见与其所闻， 则曰： “凡有

形有象者， 皆器也； 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 则道也。” 如是， 则来书所谓 “始终晦明奇偶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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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阴阳所为之器， 独其所以为是器之理， 如目之明， 耳之聪， 父之慈， 子之孝， 乃为道耳”！ 如

此分別， 似差明白， 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陆九渊集》， 第 ５５７ 页）

朱子说如果以阴阳亦即一阴一阳为形而上者， 那么形而下者是什么？ 他再度坚持有形有象的是器， 器

的根源是理， 朱子批评陆氏的观点混淆了道器， 有形有象的才是器， 是阴阳之气， 先后、 始终这些万

物流行的表现， 是阴阳构成的器。
朱陆双方的争论反映了由这两个命题引发的不同解释导致的宇宙观差异。 朱子在这一争论中更明

确了他的观点， 道和阴阳必须有所区分， 但两者又是一个整体， 而不是将一阴一阳直接等同于形而上

者。 他一再突出太极和道是万化之本的前提立场， 但是仍然不断面对解释 “一阴一阳之道” 的难题。
朱子形成其理气观后， 在与弟子的讨论中也充分意识到解释 “一阴一阳之谓道” 的问题是一大难点，
他的回应和解读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 朱子延续朱陆之辩时的立场， 采取添字诠释法继承程颐以 “所以” 解释 “道”， 从分的角

度解释 “一阴一阳之谓道”， 认为一阴一阳不等于阴阳。 他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是气， 不

是道， 所以为阴阳者， 乃道也。 若只言 “阴阳之谓道”， 则阴阳是道。 今曰 ‘一阴一阳’， 则是所以

循环者乃道也。 ‘一阖一辟谓之变’， 亦然”。 （《朱子语类》， 第 １８９６ 页） 朱子的解释完全取自程颐，
阴阳是气， 不是道， 所以为阴阳的是道。 “所以” 即阴阳运动的根源。 “一阴一阳之谓道” 不等于

“阴阳是道”。 但是这一诠释仍然无法避免将道与阴阳割裂的风险， 后世常将 “所以” 看作一物， 与

阴阳之气对立， 以此批评朱子的理气论有理气为二的弊病。
第二， 朱子不仅从分的角度解释道器， 而且继承了程颢 “器亦道， 道亦器” 的说法， 从道器、

理器之合角度的解释 “一阴一阳之谓道”。 例如弟子陈淳提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 “‘立天之道曰

阴阳。’ 道， 理也； 阴阳， 气也。 何故以阴阳为道？” （同上， 第 １９７０ 页） “立天之道曰阴阳” 也是

《易传》 里的命题， 陈淳的疑问在于， 按照朱子的解释， 既然道即理， 阴阳即气， 那么又如何解释立

天之道即阴阳？ 朱子发挥了程颢的解释， 他说： “然器亦道， 道亦器也。 道未尝离乎器， 道亦只是器

之理。 如这交椅是器， 可坐便是交椅之理； 人身是器， 语言动作便是人之理。 理只在器上， 理与器未

尝相离， 所以 ‘一阴一阳之谓道’。” （同上） 《易传》 虽有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的区分， 但是器

的存在必有道在其中， 道是器之理， 而道的存在也无法脱离于器， 如交椅是器， 交椅必然包含了可坐

的这一道理， 理存在于器上不离于器， 这便是 “一阴一阳之谓道”。
第三， 道器或理气的分与合不是矛盾的， 朱子将离与合两个角度结合， 从道与阴阳不离不杂

（又离又合） 的角度出发为 “一阴一阳之谓道” 辩护， 将 “一阴一阳之谓道” 纳入到自己的理气论、
道器论体系中。 例如弟子郑可学问 “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何以谓之道”， 朱子回答 “当离合看”
（参见同上， 第 １８９５ 页） “离合” 即朱子的 “不离不杂”， 离即不杂， 合即不离。 郑可学进一步问：
“‘即阴阳而指其本体， 不杂于阴阳而言之’， 是于道有定位处指之” （《朱子语类》， 第 ２３７２ 页）， 道

是不离于阴阳又不杂于阴阳的本体， 指的是阴阳运动之中的恒常之体。 朱子认可这种回答， 表示

“一阴一阳之谓道” 即此意。 郑可学引用了朱子中年已形成的不离不杂说得到了朱子的认可， 朱子表

明 “一阴一阳之谓道” 必须从离合两个角度才能获得整全理解。
第四， 虽然朱子提出 “道兼理气” “道合理气” 的说法， 明确道与理气的关系， 但也需要结合理

气不离不杂的基本立场来理解。 例如他说： “道， 须是合理与气看。 理是虚底物事， 无那气质， 则此

理无安顿处。 《易》 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 这便兼理与气而言。 阴阳， 气也； ‘一阴一阳’， 则是理

矣。” （同上， 第 １８９６ 页） 道须合理气而言， “合” 不是指道由理气的整体构成， 而是说理无形无象，
必须落实于气中才能存在， 这是从结构上说理气关系。 “一阴一阳之谓道” 便能解释道合理气这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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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一阴一阳的运动固然是气的流行运动或一阴一阳的循环不已， 这种运动方式是由内在于气的理或

道决定的， 理或道内在于一阴一阳的运动。 反之， 阴阳的流行运动呈现了道的存在。 尽管形而上者与

形而下者存在区分， 但是两者在现实构成中始终处在不离的状态， 只是在这种不离之中需要对形上、
形下进行分别， 朱子称之为 “有分别而不相离也” （《朱子语类》， 第 １９３５ 页）， 亦即 “不离不杂”
的精神， 何佑森也将 “有分别而不相离” 视为朱子论形上、 形下的特点。 （参见何佑森， 第 １３ 页）

由上所述， 朱子的道论虽有一体浑然的主张， 但是道与阴阳的浑然不离同样需要兼顾两者的分

别， 这与朱子在构成层面论理气是一致的。 朱子的理气论虽主张理气为二， 但未尝否认理气为一。 在

构成之中， 理气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不离不杂关系。 依此， 朱子的理气论和道论可以兼容。 在世界的

构成之中， 万物生生不息流行， 理气是一个整体， 但同时在这种流行之中必有理作为运行根源和秩序

而存在。 同样地， 一阴一阳的流行运动构成了道的全体， 呈现了道， 但是阴阳之气不等于道， 道的流

行与阴阳之气构成了一个整体。
经典文本的牵制使朱子须面对道论与理气论的分裂问题， 而解决这个分裂的关键在于明确理气

（或道器） 不离不杂并非单纯的理气、 道器的一元或二元， 所以 “形而上” 和 “形而下” 的区分与

“一阴一阳之谓道” 这样的表述可以协调。 朱子中年时所论的 “不离不杂” 尚未涉及理气先后的理论

次序问题。 “不离不杂” 主要涉及理气是 “一元” 还是 “二元” 的问题， 与理气先后问题没有直接

联系。 因为从逻辑上看， 理在气先则说明理气为二或存在区分， 但是理气为二不直接推论出理在气

先。 朱子晚年提出本原上的理在气先， 并且结合理气不离不杂之论， 既强调理作为至高无上的宇宙根

源， 又承认现实构成中的理在气中。 朱子一方面突破了 “形而上者谓之道” 和 “一阴一阳之谓道”
的文本牵制， 另一方面又根据其严密的理论体系对这一文本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容纳。

四、 朱子以后理气论分化的根源

过往研究皆已表明， 元明以后的理气论经历了 “气” 的转向， 由理气二元过渡至理气一元，
“气” 的重要性上升， 理在气中、 理不离气的论调开始流行。 （参见冈田武彦， 第 ６７ － ６８ 页； 高海

波， 第 ３５ － ４２ 页） 实际上， 理气论变迁背后的不同经典诠释路径促成了这种变革， 这些学者声称其

有关理气、 道器的思想立场存在经典文本的确凿根据， 如果坚守古典文本的立场， 对 “形而上者谓

之道” 和 “一阴一阳之谓道” 理解便会完全不同于朱子， 最终表达一种异于朱子学的宇宙观， 甚至

是道统观念。 在这个意义上， 朱子学的理气论、 天道论就失去了 “合法” 的文本根据。
在朱子以后， 由宋代道学内生分化出的理气论和道论， 仍然以 “形而上者谓之道” 与 “一阴一

阳之谓道” 为经典依据， 表现为两种思路。 一是以朱子及其后学、 修正者为代表的解释， 理是形而

上者， 阴阳之气为形而下者， 但是道在阴阳中构成了万物流行的整体， 道与阴阳有分别而不相离。 二

是以张载、 陆九渊为代表的解释， 以一阴一阳或气为形而上者。 两者的表面共同点在于， 或多或少均

未严格遵守朱子学的 “理在气先” 与 “理气不离不杂” 并举的根本立场， 尤其认为 “理在气先”
“道 （太极） 在阴阳先” 不能成立， 而且两者也皆主张理必须在气中， 不离于气。 但是这两种路径是

否皆解构了朱子学的理论体系， 转向了气在理先， 进而形成气本论或气学则不一定。
在这两种路径中， 前者以朱子学及其修正者为代表， 后来有逐渐溢出朱子学的倾向。 黄榦和陈淳是

朱子的嫡传弟子， 他们主张理在气中不离于气， 同时也坚持形而上者为理， 形而下者为气的区分， 并且

遵守朱子学对 “一阴一阳之谓道” 的解释， 强调道与阴阳之气， 理与气在万物流行的整体中有分别而不

相离。 换言之， 尽管他们强调理不离气， 但未否认理在气中的主宰性。 而且陈淳也指出： “未有天地之

先， 只自然之理而已”。 （《北溪字义》， 第 ８１ 页） 严格来看， 这一立场仍然十分接近朱子学， 学界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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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讨论了陈淳的思想已有 “去实体化” 因素的可能性或有 “气学向度”。 （参见田智忠， ２０１５， 第５０１ －５０６
页； 王清安， 第 ２８５ －３２０ 页） 不过本文认为他们的思想总体上仍然接近朱子学理气论， 没有主张未有天地

之先的万物根源是气， 提出 “形而上者是阴阳” 的观念， 这一点同样得到了明初理学的继承。
但是在另一些学者看来， 朱子的创造性诠释无疑是离经判道， 经典中只讲 “一阴一阳之谓道”，

何来所谓的 “所以一阴一阳”？ 陆九渊的解释便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及至明代出现大量反思和质疑朱

子学理气论的观点， 形成一条渐渐走出程朱理气论体系的道路， 其宗旨在于捍卫儒学的纯粹性和古典

性， 这些学者主张程颐和朱子的添字诠释法不遵守经典， 而且还会因 “理在气先” 之说而流向佛老

的 “有生于无”， 所以必须回到经典和取证经典。 由此， 如果以 “一阴一阳之谓道” 作为不易之论，
将道作为阴阳之气的流行， 再以此诠释 “形而上者谓之道”， 那么 “形而上者” 就是气在天地间的某

种原始状态， 甚至提出天地万物以气为本， 理是气之理的主张， 因此传统所谓的气论就与这种声称返

求经典的思路不谋而合， 产生了某种呼应。 例如明代学者吴廷翰质疑朱子学理气论的立论之基仍然是

“一阴一阳之谓道”。 他认为： “先儒以阴阳为气， 以道为理， 是去 ‘一阴一阳之谓道’ 之义而他求之

过也。” （《吴廷翰集》， 第 ６ 页） 以阴阳为气， 以道为理是典型的朱子学理气论， 吴廷翰认为这一观

点彻底离开了 “一阴一阳之谓道” 的含义。
虽然这一思路尚不能与明末清初的考据学同日而与， 但是已开起这种风气的先声。 学界已经关注

到考据之学与气的哲学之间存在思想关系。 （参见艾尔曼， 第 ３２ 页） 但是未注意到经典诠释正是沟

通两者的桥梁， 回到经典的诉求导致程朱对 “一阴一阳之谓道” 与 “形而上者谓之道” 的理气论解

释发生倒转。 基于这一视角， 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气论可以得到解释。 戴震恪守的也是 “一阴一阳

之谓道” 这一命题， 他说： “道， 犹行也； 气化流行， 生生不息， 是故谓之道。 《易》 曰： ‘一阴一阳

之谓道。’” （《孟子字义疏证》， 第 ２１ 页） “一阴一阳， 流行不已， 夫是之谓道而已”。 （同上， 第 ２２
页） 道， 训为行， 因此道是生生不息的气化流行， 其根据是 “一阴一阳之谓道”。 由此又如何解释

“形而上者谓之道” 呢？ 他又援引 “立天之道， 曰阴与阳”， 认为此句 “直举阴阳， 不闻辨别 ‘所以

阴阳’ 而始可当道之称， 岂圣人立言皆辞不备哉？” （参见同上） 在他看来， “立天之道” 这一句是

“一阴一阳之谓道” 的强力佐证， 表明阴阳即是道， 因此戴震否认程朱以 “所以阴阳者” 为道。 这种

解释路径可以上溯到陆九渊和明代中期的气论， 所以他也指出： “阴阳之未成形质， 是谓形而上者

也， 非形而下明矣”。 （同上）， 阴阳之气未成形质的本来状态是形而上者， 这种反对程朱的思路是一

脉相承的， 由此也形成了完全不同于朱子学理气论和天道论的立场。
在宋代以降的理学发展中， 困扰理学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调和 “一阴一阳之谓道” 和 “形

而上者谓之道” 的紧张。 有学者已经指出朱子学的理气论和道体论似难以调和， 理气论主张理气二

元、 道气二元 （形而上者谓之道）， 但道体论主张一元 （一阴一阳之谓道）， 道体的问题始终与理气

二元问题纠缠在一起。 本文则为朱子学提出了辩护， 虽然朱子没有将 “理在气先” 贯彻至 “道在物

先”， 导致两者的分裂， 但是在一元和二元的问题上， 朱子调和 “一阴一阳” 和 “形而上者” 两句命

题的紧张， 正是为了协调这个问题。
朱子学以后的理气论和天道论分化的根源也与这两句命题形成的不同经典诠释密切相关。 在探讨

元明时代理学、 气学相关问题之前， 应当避免 “理学” 和 “气学” 的学派对立， 以及西方哲学 “形
而上” 观念的前见， 而是注重理气论演变的经典诠释背景和与之伴随的 “形而上者” 的不同内涵和

追求。 宋明以降， 以程朱为代表的一方以理为道， 以气为器， 认为理是形而上者， 而以张载、 陆九

渊、 吴廷翰、 戴震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两个命题合看便可得出 “一阴一阳” 即是 “形而上者” 的观

念， 道即气化流行， 是 “形而上者”， 这是气学立论的根基。 事实上， 两者皆以 “无形” 和 “不形

·５７·道兼理气： 朱子学理气论的经典诠释背景及其影响



者” 为 “形而上”， 但是前者是形而上之理， 后者是形而上之气。 两者其实都是 “尊重” 经典作出的

解释， 不过后者显然异于程朱理学以理为形而上者， 气为形而下者的宇宙观， 但它一直存在于宋代以

来的思想发展和演变之中， 与前者一起构成 “形而上者” 的双重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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